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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2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6月21日同刚果（布）总统萨苏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刚友谊源远流长，双方

一贯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密切协作，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去年以来，中刚双

方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携手推动复工
复产，有关务实合作项目进展顺利，两国友
谊和合作得到了深化发展。（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分别同刚果（布）总统
坦桑尼亚总统芬兰总统通电话

标题新闻
□□习近平向伊朗当选总统莱希致贺电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本身就是拥抱未
来的最好姿态。然而，用什么样的视角去书写历史，
用什么样的史观去看待历史，决定了我们将走向一
个怎样的未来，塑造一个怎样的世界。

1921—2021，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
震古烁今的伟业中，农业农村农民究竟是怎样一种
存在？

历史长河静观之时似乎总是风平浪静，只有蓦
然回首，才能真切体会它的波澜壮阔。

从牛耕人拉、看天眼色的传统农业到机艺融
合、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一百年来，中国农业把

“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拉直成大写的惊叹
号，成为护佑现代化航船须臾不可或缺的定盘星、
压舱石。

从“皇权不下县”的凋敝乡村到与城市融合发展
的美丽乡村，一百年来，中国农村为全面小康的战略
蓝图补上了最生态最要劲的一块，成为支撑民族复
兴坚如磐石的大后方、根据地。

从被马克思喻为散状“马铃薯”的传统小农到当
家做主、组织起来的农村居民，一百年来，中国农民
正在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共建共
享中，收获着越来越多的幸福感、安全度。

百年巨变，弹指一挥，这是再好不过的回望契
机。叩问史册，秉烛沉思，我们应该从百年党史的辉
煌跨越中去寻回什么？我们应该从中国社会的乾坤
再造中去记取什么？

历史，比任何滔滔不绝的雄辩更能呈现真理，更
能留下启示。

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农民
从主体意识觉醒到主体能力提升、进而
实现最广泛民主权利的过程。而这个
过程，之所以迥异于全球史上每一次农
民革命和运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绝不
是恩赐者、施与者，而是一种引领者和
扶助者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
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说：“我们中国是一个

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
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朴素认知
和深切关注。

“中国农民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
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
重荷。”

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解析中华文明
为什么绵延不断时，把重要一票投给了中国农村和
农民。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民始终处
在被奴役的位置，孔子叹息的“猛于虎”的“苛政”无
法根治；“一治一乱”的循环周期率无法打破；“兴，百
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无法跳出。

“农村凋敝，国本动摇”。进入近代，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乡村更是全面溃
败，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饿殍枕藉，在无边的长夜里
苦苦挣扎。

尽管仁人志士把悲悯目光落在乡村和农民身
上，但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农村复兴计
划”，都没有找到能够打开乡村与农民这把锁的钥
匙。唯有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把农民问题的解决，
放到了心上、扛在了肩上。

前后比照，才能辉映历史性抉择的真理光
芒。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农民这三组历史镜
头最能说明，激活衰败大地的难题在彼时找到了
答案——

1950年12月25日，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
农民侯永禄的日记里留下了分地的记忆：“当看到写
着自己名字的木牌立在田头时，人们禁不住热泪满
面。”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
获得约 7 亿亩土地，拥有了土地产权的农民面貌一
新，干劲冲天。

1986 年 12 月 23 日，吉林省梨树县梨树乡北老
壕村首次由农户代表推选村干部候选人，上级不划
框子、不定调子。全村 2000 多名村民踊跃投票，大
会一直开到后半夜，每到选举揭晓时总是欢声雷
动，村里热闹得像过年一样。这种撒大网式推选候
选人的办法，就像“大海捞针”，被逗趣地叫作“海
选”，此举也成为中国农村民主自治制度建设的重
要里程碑。

2018 年 9 月 27 日，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下
姜村村民姜丽娟从风景如画的家乡出发，代表一

千多万浙江农民，站上了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的
领奖台。新时代的中国农民通过自身行动和影响
力，向全世界绽放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之光。

如果把这三个镜头置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个时
空坐标系中考量，它的标注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一个
事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农民从主体意识
觉醒到主体能力提升、进而实现最广泛民主权利的
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迥异于全球史上每一次
农民革命和运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绝不是恩赐者、
施与者，而是一种引领者和扶助者。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
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从这个视角反向打量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历程，我们会发现，无论何时，只要调动和
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主权，充分尊重了
农民的意愿、实践和创造，我们的事业就能开拓新局
面，否则就会陷入被动、遭遇困境。

换句话说，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农民相互成就的过程。

二

千百年来，农民与土地就如一对连
体兄弟，血肉相连分不开。中国革命的
成功从解决土地问题发轫，从那时起，调
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就成为百年党史基
本的逻辑线，也成为中国大跨越伏脉百
年的生命线

仓颉造字，颇具深意。有“田”为基才能“富”，土
地是财富之母，是农民生存与生活的根基。翻开历
史，造就每一次太平盛世的因素很多，但要找出一个
最为一致的规律，恐怕就要数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
关系问题。一套好的土地制度，往往具有稳定与发
展的双重功效。

清朝，蒲松龄——“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
倍黯然。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民国，井冈山民谣——“红军来到掌政权，春光
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

诗歌让这种时空对比更为可感。
尽管孙中山早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就提到，

“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
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但只有中国
共产党人把这一解题思路放诸中心位置并付诸革
命实践。

从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到1928年《井
冈山土地法》，再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
共产党分阶段、有步骤地带领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刷
新了千年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把农民从封建制
度中解放出来，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回溯这段历史，背后的逻辑线异常清晰：土改满
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获得土地和人身自由的农
民积极投身革命、为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发挥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杜润生的总结更为有力：“农民获得土
地，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

黄炎培赴华东实地考察土改后，感慨土改的巨
大成就：占新中国人口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
了，真正扬眉吐气了，生产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了。此
时，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站起来
了”，仅仅一年零四个月。

查阅史料，有一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那时的农
民，那就是“翻身”。美国记者韩丁在其长篇纪实文
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解释了

“翻身”的涵义：对于贫困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
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
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翻身对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调动作用是翻天覆
地的，并最为直接地体现在整个国家农业生产水平
的跨越式提升。1949-1952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增
长了53.4%，年均增速15.4%，主要农产品产量超过了
二战前最高的年份产量。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
初，通过农业互助合作，特别是初级农业合作社，
直接推动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再一次变革。初级
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规模经营也取得了比之前农民
小块土地分散经营更多的效益，农民也从劳动和
土地分红中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利益实惠。但由
于之后过快地向高级社过渡，特别是大跃进、人民
公社的非理性冒进，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
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政策失误加上自然灾
害，导致粮食产量急剧减少，很多人的生活开始发
生严重困难。

历史证明，如何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
是革命、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是生命线。当我们

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农民获得土地权利，我们就
获得了农民的拥护；当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偏差，我
们的事业就会出现挫折；而当我们再度回到这条生
命线，再度解放思想、尊重农民、顺应农民、纠偏正
误，我们又能重新获得农民的拥护，推进事业迈入
新的跨越。

1978 年春天开始，安徽肥西县几乎滴雨未
下。中、晚稻已绝收，秋种再不种下，来年的饥荒
不堪设想。9 月 15 日晚上，山南镇黄花大队召开会
议，商量出的解决办法是：把地“借”出去分给村
民，包产到户，搞责任田。“黄花会议”很快波及山
南区乃至整个肥西县。而 1978 年 11 月 24 日的晚
上，安徽西北部的凤阳县小岗村，18 户农民按下手
印决定大包干。这一幕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
革的源头。

惶恐于饥饿，又恐慌于违反政策，双重折磨下的
农民，把“球”踢给了领导者。“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
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
错了我负责。”1980 年 7 月，习仲勋在广东先后到仁
化、佛冈、从化等地就农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他对从化两个大队“产量承包责任制”试验的良好效
果给予充分肯定与支持。

1982年1月1日，一份《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内的多种“包字头”责任
制，作出了姓“社”的重大判断。作为改革开放后首
个专注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它的出台标志着

“包”打天下被中央授权。
一“包”就灵，这种“灵”最直观地体现在粮食产

量上。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长到1984年的4.07亿
吨，相应地农民收入实现年均增长15.1%，增幅是城
镇居民收入的近两倍。

生产关系的调整并非一劳永逸，农民与土地关
系问题又将迎来新挑战。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
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谁来种地”成为新难
题。与此同时，现代农业对土地规模经营的要求愈
加迫切。农村土地改革再一次呼唤制度创新。

红手印契约故事已经过去了38年，小岗早已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6 年的春天，清风拂面，麦
苗青青。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他说：“今天在
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
篇章。”

就在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农村土地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重点在于放活
经营权。农民对承包地除了占有、使用、收益，还可
以流转、抵押、担保，土地经营方式演变为“集体所
有，农户承包，多元主体经营”的立体复合型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

这是我国农村改革史上又一个重大制度创新，
这也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又一个飞跃。在新中国成
立之初重构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之后，再一次
赋予农民在土地承包权上的重大保障。确实权、颁
铁证，手握这一重保障的农民，进可自由流转，不会
被土地束缚；退能稳定拥有，不必担心像历代农民一
样失去土地。可进可退、进退有方。

邓小平在 1990 年畅想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中
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正在逐
步照进现实。截至2018年，涉及全国2838个县（市、
区）及开发区、3.4 万个乡镇、55 万多个行政村的 15
亿亩承包地确权给 2 亿农户。2019 年，承包耕地流
转面积超过5.55亿亩，新型经营主体超过320万家。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
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有人计算过，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近3个半小时的报告过程中，
会场响起了七十余次热烈掌声，这句给亿万农民吃
下“定心丸”的话，收获的掌声时间最长。“长久不变”
四个大字将护佑亿万农民放胆奔跑在中国特色农业
现代化的大道之上。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而谁解决了
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
就的这句经典名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之铭，
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利器秘钥，也必将
是中国未来发展必须牢记的真理。

三

从4亿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得好，
中国共产党的粮食安全战略让我们在面
对任何风险挑战的时候，都能够保有“任
凭风浪起，我有压舱石”的底气。中国共
产党执政解决了历朝历代几千年没有解
决的沉疴痼疾，这份跨越、这份贡献，叫
历史怎能不大书特书

2021 年 5 月 24 日，湖南长沙开始放晴，上午 10

时，袁隆平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
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送他最后一程。

在堆如小山的祭奠花束中，一张卡片上的话
格外引人注目：“这世上没有神仙，也无需立庙，因
为每一缕升起的炊烟，都是飘自人间的怀念。”对
于这位为粮食增产孜孜以求、奉献一生的老人的
离世，也许有着饥饿记忆的国人更能真切体会其
哀痛之深。

美国学者沃尔特·马洛里在 1926 年出版的《中
国：饥荒的国度》一书中说到，发生饥荒是中国的一
大特色。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之间，所知的
饥荒就有1828次。在某些省份，几乎每年都有一次。

英国经济史学家R.H.托尼对新中国成立前农村
的饥荒和农民生活的脆弱性描述更为生动，他说：饥
荒总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有些地方，农村人的
处境就像永远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只要微风吹起
一点涟漪，就能把他们淹死。

中国曾经最为自豪的农业随着中华帝国的全面
落后而衰败，到1840年，一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
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
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
1000公斤。

有人测算过，生活在1949年的中国人，每人每天
只能得到0.57公斤粮食、0.013公斤油料。吃饱饭，在
今天看来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当时的人们却
是那么遥不可及，对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是严峻
的大考。

天翻地覆慨而慷。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
历史罕见的“十七连丰”，连续六年稳定在1.3万亿斤
水平之上，人均占有量达到470公斤，连续多年超过
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
己手中。

今昔对比，造就翻天覆地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有
制度的绩效，有科技的力量，有投入的保障，但人的
因素仍是其中的重要变量，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是不二法门。

“农民分得了土地之后，舍不得穿，舍不得吃，
尽一切力量投资到生产里头去。农民有了牲口、
有了水车，再加上劳动互助，生产就发展了。”陈云
对土改激发生产力的分析有数据的坚实支撑：
1952 年，粮食产量比 1949 年增长了 44.8%。在随后
几年农业生产中，土地改革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制
度绩效。

即使到了人民公社时期，生产方式已经严重束
缚生产力发展，但面对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人的积
极性主动性仍然是“战天斗地”的动力源泉，开启了
以水利化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农业现代化探索。上
世纪50-70年代，从“人工天河”河南林县红旗渠，到

“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河北遵化沙石峪，再到“七沟
八梁一面坡”的山西昔阳大寨村，各地农民以特有
的苦干实干精神，用铣锹、条筐、独轮车，肩挑手推，
修筑起大大小小数万水利工程设施，直到今天还在
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生产更是插上了制度创
新的翅膀。1984年，全国几乎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
粮食拥有量达800斤。就在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
织大会上，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
了温饱问题”。

有人总结，中国粮食和农业要搞好，一靠政策，
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这些外因也终究需要通过
农民的积极性来发挥出最大的效应。

然而，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不高，用工等成本又不
断抬升，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谁
来种地”特别是“谁来种粮”的问题亟待破解。中国
农民从经营体系入手进行了又一次创造。

上世纪 90 年代起，每到夏收时节，几十万台联
合收割机就要开始一场浩浩荡荡的“大迁移”。这
些“钢铁麦客”从 5 月份河南南阳开始，沿着小麦成
熟的速度和方向，有条不紊地一路向北，到 8 月底
刚好赶上黑龙江小麦收获。这种跨区域专业化机械
调度，使中国 3 亿多亩冬小麦收割基本实现了机械
化，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先河。

中国特色粮食稳定发展的功劳簿上，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应有一席之地。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例，
在四川广汉，全程托管的农户，每亩生产成本比自
己耕种减少了57.5%，水稻单产提高了50公斤以上。

农业社会化服务除了对粮食的贡献，在生产关
系层面的深层变革也值得称道。在不流转土地、保
持原承包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生产破除了一家
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实现了经营规模化、组织化；
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得以安心外
出务工或从事二三产业。

回顾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粮食总产量增加近5

倍，从4亿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得好，困扰历朝历代
的饥饿问题一去不复返；粮棉油糖供给结构不断优
化，低质低效的减下去，优质绿色的增上来，“米袋
子”越来越丰富，“钱袋子”越来越充盈；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粮食综合产能稳步提升，使我们即使面
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横扫全
球的风险挑战，仍然保有“任凭风浪起，我有压舱石”
的底气。

中国共产党执政解决了过去几千年没有解决的
沉疴痼疾，这份跨越、这份贡献，叫历史怎能不大书
特书？

四

基层民主进程的每一步跨越都源自
农民的大胆探索，而中国共产党为农民
谋幸福的初心，对农民权利的尊重、对农
民福祉的维护，让农民的创造力成为推
动历史大跨越的强大动能

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纪念馆前，高大的红色石柱上，一团熊熊火焰燃烧
不息。

1923年4月的一个夜晚，北大红楼一个僻静处，
李大钊郑重地对学生弓仲韬说：“农民运动的发展需
要一批仁人志士来推动，你回家乡安平一带农村发
展组织进行斗争，怎么样？”

“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不负重托！”当年8月，弓
仲韬回到家乡台城建立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在冀中
平原的农村播下第一粒火种。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小农都像夏夜的星空，密密
麻麻，一盘散沙。马克思曾断言：小农的生产方式不
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不
能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
组织，好像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袋子里，却
是彼此分离的。

“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
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这种皇权下的乡绅自治结
构，形构了中国以农耕经济为基础，以封建宗法文
化制度对农民进行强控制的超稳定的封建社会
形态。

尽管“开发农民的力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上一
股浪潮，但各式各样的乡建运动，却因没有找到土地
这一提纲挈领的“牛鼻子”而以“号称乡村运动而乡
村不动”的结局告终。

直至中国共产党把自己与农民的命运融合在一
起，并通过土改，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根本上重塑国家
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发明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和治理技
术，使农村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换。

难怪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感叹，中国自古领
导农民运动的，从来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结合
得这样好，真是“鬼斧神工，奇妙绝伦”。

组织起来的农民告别了一盘散沙，传统的乡土
社会让位于以党支部为战斗堡垒的现代农村。这是
中国农村跨越千年的大变迁，也是中国农村从传统
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变革。

其实，通过农业互助合作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
来，日益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相衔
接和融合，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政权，而且也发挥
了积极的乡村治理作用。但由于后来脱离实际、高
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
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正如杜润生所言：“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中
国农民有了一点自由，是能够做出许多创造的。”

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的诉求，乡村治理方
式的变革又一次“箭在弦上”。樟树不语，见证历
史。1980年2月5日，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合寨村果
作屯村口的大樟树下，38岁的生产队长韦焕能组织
召开村民大会，85户农民用卷烟纸作选票、竹米筒作
票箱，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刚刚吃
上饱饭的合寨村村民，在懵懵懂懂中定下了村委会
的名称、架构、职能和选举方式，擂响了我国农村基
层民主政治的“开场鼓”。

在农村基层通过群众自治，实行直接民主，这是
“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彭真对这场以解决包产到户
后，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减弱、农村社会事务无
人管理问题的民主试验予以高度评价。

新生事物一经诞生就向神州大地散发出春天的
信息。1982年，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写入宪法，“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
居民选举”；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颁布实施，确认了又一个发生在农村大地上的
伟大创造，村民自治实现了从静悄悄的革命到大张
旗鼓推进的历史性跨越。 （下转第二版）

大跨越，中国历史乾坤再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中）

仲农平


